
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

———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晓虹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联、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
冯契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日至 ３日在沪举行。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
机构及社会各界的代表近两百人与会。会议安排有“纪念发言”、“主旨报告”和“分会场专题报告”等板

块。会议收到学术论文百余篇。会议围绕冯契哲学的形成发展及历史地位、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冯契的“智慧说”体系、冯契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理论诠释、西方哲学的理论诠释、中西哲学对

话以及“知识与行动”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对话交流。现就会议研讨中比较集中的论题与主要观

点综述如下。

一　 关于冯契的学术人生及贡献

高瑞泉认为，冯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冯契青年时代的经历“是现在学院中人所缺少的”：他

投身“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七七事变”以后，随清华南迁到南岳，复北上投笔从戎，到延安，进鲁

艺，先后到过山西前线、晋察冀、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写成诗集《北征》。“遥想一位当年的文学青年，

在烽火连天之际带着剑气箫心回到书斋，何以最后成就了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弄清这一问题，可

以从冯契的两段回忆性文字中得到启示：其一是《〈智慧说三篇〉导论》提到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毛泽东

的《论持久战》后，“解除了困惑，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其二是《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

讨》中提到当初与金岳霖先生师生论道时所说的，“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

人’。我主张用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来代替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以为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它也应该研
究关于智慧的学说，讨论‘元学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两段文字不仅提示了冯

契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源头，或许也已暗含了冯契人生与学术追求的动力之所在。

赵修义以“志存高远的专业哲学家、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冯契的

为人与为学，指出：冯契是一位“从山坳里走向世界的学问家”，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大概是 ２０ 世纪下
半期中国哲学家中少有的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有能力参与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的哲学体系”，其所以能

如此，不仅是由于冯契受过当时最好的哲学教育和良好的学术训练，更由于冯契丰富的人生实践和对时

代的大问题（特别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切，是与他“叙往事，思来者，通其道”的学术旨趣和理想主义的

追求分不开的；冯契以自己真诚的人格为自己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名言作出了诠

释；冯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他期待在世纪之交中国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

段”，以便在新的历史时代从精神上、文化上进一步探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而这正是我们

后来者的责任。

童世骏在“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为题的主旨发言

中，提出冯契的学术工作可以概括为：“研究真善美，融贯中西马，接续往今来。”其中，“接续往今来”有

三层意思：一是他通过对以往哲学历史的研究、与同辈哲学同行的讨论为未来哲学发展留下“经得起读

的”著作，二是他继承发扬其老师的学术传统、认真参与其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悉心指导年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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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成长，三是他立足李大钊所说的“今”，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进行“述往事”而“思来

者”。童世骏认为，冯契主张在“述往事”和“思来者”的基础上“通其道”，也就是要把握和回答时代的

根本问题。正像冯契先生自己所言，“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

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在追求“以

道观之”的“智慧说”当中，它也就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

中西之争”，而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回答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规律的问题，也需

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回答如何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更需要把历

史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解决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的问题。

郭齐勇把冯契的学术贡献与哲学创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广义认识论”，凸显“自由人格”，

化理论为德性与方法；二是提出“智慧学说”，强调转识成智，肯定理性直觉，达致超名言之域；三是肯定

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以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追求；四是对从先秦到近代的中

国哲学史作了全面梳理与深度分析，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冯契对中国

古代哲学的特点与成因、主要范畴、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精辟分析，对以‘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的近代

哲学的主要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深入探讨，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深省，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许全兴认为，冯契最突出的贡献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

西方哲学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创性的“智慧说”。“智慧说”是专门哲学家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第一个逻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和新形态。“智慧说”尤其重视逻辑思维的

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耕森在其《大哲冯契其人其学》及会议发言中指出：“冯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教育家，一代宗师。他为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所创造的‘智慧说’的新的哲学体系，是中、

西、马三种哲学会通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关于冯契的“智慧说”体系

杨国荣以“世界哲学视域中的智慧说”为题，在分析冯契创立“智慧说”的背景（主要是“古今中西”

之争）和进路（基本立场是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围绕“回归智慧：扬弃智慧的遗忘和智慧的抽象化”、“广

义认识论：认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的贯通”、“转识成智如何可能”、“人格学说与价值原则”、“语言、意

识与存在”等问题，将冯契哲学思想放在近代以来世界哲学衍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呈现了冯契

哲学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回答时代的中心问题时所达到的哲学之思的宽度和深度。例如，围绕着

智慧的“得”与“达”，冯契对言意、心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辨析，其看法“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言、意、

道之辨，又参与了当代哲学关于语言、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既具体地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

鸣’，也从更内在的层面展现了回归智慧的哲学主题”。

张汝伦以“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为题，在对张东荪、金岳霖、冯契三人各自建构的认识论体系进行

比较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冯契广义认识论的特点、内容及价值，指出：所谓的广义认识论就是打通知识

论和元学，熔二者于一炉；就是将元学（形而上学）纳入认识论，将元学作为认识论的高级阶段。金岳霖

在此问题上采取“划界”的办法实际上割裂了知识与智慧，冯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阐明从无知到

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广义认识论又称为“智慧说”，这一关于智慧的的广义认

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力图会通中西哲学的典型个案，它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

素融为一体，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后认识论研究上的最高成就。
成中英基于对冯契“智慧说”三篇的理解与分析，提出了“发展冯契智慧说”的任务，主张“从理论、

方法与主体德性等概念根源上分析与厘清三者关系，进而重建智慧概念，以之为从三者深度统一结构发

生或创生的心灵状态与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开放、独立与自由的人格存在”。在他看来，从当代知

识论的观点，可以对冯契哲学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对理论、方法与德性的关系给出更为逻辑而客观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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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而把冯契的“智慧说”扩展成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智慧学———“本体智慧学”。

吴根友、黄燕强讨论了冯契的真理观特别是其关于“真理符合论”的思想，认为：古今学者对“符合

论”的责难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其一是何谓符合？其二是符合如何可能？其三是语言能否正确地陈

述真命题？冯契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既立足实践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又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

哲学“体用不二”和“言意之辩”的合理思想，同时还吸收了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成果，给出了“更为精

细的论述”，“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真理观”；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中流行的关于真理本质的融贯论、自

由论、实用论、解释学理论等对真理符合论多有批评，但他们的思想大多数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维

度，“因而不构成对冯契真理符合论的挑战”。

顾红亮结合冯契哲学体系的建构考察了其“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提出的过程，指出冯契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主要从提高思想觉悟的角度提出这一命题，到 ８０ 年代以后冯契创立“智慧说”时，其内涵不仅深化
和丰富，而且具有了建构方法的意义。这一命题不仅要从“天人之辩”方面，而且也要从“知行之辩”方

面加以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该命题可以看作是对唯物史观的补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的延伸，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时代性。

贺善侃认为，“化理论为德性”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哲学命题，这里的“理论”不是泛指所有的理论，而

是指能包容天道和人道在在内的、亦即能作为智慧之说的哲学理论。“化理论为德性”主要体现了理论

中善的价值的实现。理想、信念（信仰）是“德性”的两个重要环节，理想人格的培养，须经理想、信念而

化为德性，同时要处理好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言与行的关系，而完善的

人格必须是德性与德行的高度统一。

三　 关于冯契哲学的特质

陈卫平在其论文《以心灵自由为源泉———冯契哲学创作论》及会议发言中指出：冯契的“智慧说”不

仅是一种哲学体系，而且表现了冯契的个性。冯契的哲学创作历程，如其自己所言，“不论处境如何，始

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他以心灵自由作为学术创作的源泉，其深刻的启示在于：

在哲学道路的选择与坚守上，要坚持三个统一，即心灵自由思考与回答时代的课题的统一、心灵自由思

考与独立人格的统一、心灵自由思考与创造性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对待哲学传统问题上，要坚

持三个结合，即“通过”与“超越”相结合、“接着讲”与“比着讲”相结合、“节今”与“言古”相结合。只有

把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源泉的根柢，才能“自开生面，说自己的话”，使哲学创作具有个性色彩。

宋志明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行了解析，指出冯契

对于如何运用辩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二是历史

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三是运用科学的比较法，四是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基于这些方

法原则，冯契的研究注重把握古代哲学的特色，注重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给人很强的整体

感。同时，冯契注重对对古代哲学家作理论分析而不仅仅是把其作为表述的对象，其分析能讲出哲学道

理来，因此读冯契的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理论思维的能力。

崔宜明探讨了“冯契哲学的哲学性”问题。他认为，置身于“智慧之思”的传统，通过对现实世界的

批判性思考，把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的生命意义作为宗旨的思维活动所凭依的主观意识，就是所

谓“哲学性”；古希腊人的“爱智慧”之“爱”和中国人“求穷通”之“求”，就是哲学性。对于中国哲学而

言，哲学性意味着通过以“世界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困境（道路选择）的洞察，对内

在的文化焦虑的深刻领悟和承担从事哲学创作，进入“智慧之思”的传统；由此中国哲人的历史使命有二：

一是建构“哲学史”，二是建构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冯契所做的努力正是这方面的体现，冯契哲学是这种

“爱”和“求”的典范，其哲学遗产不仅属于 ２０世纪的“中国哲学”，更属于 ２１世纪的“世界哲学”。
施炎平围绕“冯契哲学的批判精神”论题，指出冯契哲学的特质可以从鲜明的时代内涵、中国特色

和中国风格等方面概括，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他那种建据于历史意识、理性批判又面向未来的哲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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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得益于冯契在理解理性概念、把握理性精神上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入度，同时

也是冯契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一种人格精神。

四　 关于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克立以“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代表

人物如毛泽东、张岱年等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概括了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之特

点：一是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哲学观，以“转识成智”和认识天道、培养德性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把人

能否获得自由、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纳入认识论的范畴，这是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

献；二是以“金岳霖问题”作为智慧学说的出发点，力图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指导从知识通向智慧的道

路，把认识过程看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交互作用的过程，并对其中各个环节及其相互

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提出和分析了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诸环节在“转识成智”中所

起的作用；三是坚持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以宽容精神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

派的合理因素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是具有革命批判精神、同时也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

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冯契哲学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下，走

“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道路的一个成功典范，因此，“冯契哲学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最高理论水平，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出了中国哲学的高度自信。”

王向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的探讨，分析了冯契哲学的贡献与地位。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包括实践路径（主要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指导理论）、学术路径（主要指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西方哲学结合起来形成综合创新的哲学理论）、实践和学术相结合的路径（既注意把握哲学的现实根据

或理论之“源”，又注意哲学理论的相对独立发展，创建新的哲学理论）。在他看来，冯契的“智慧说”正

是前述第三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冯契扬弃了单纯的“实践路径”和“学术路径”，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哲

学研究应关注和回应时代问题，而且在建构其哲学体系过程中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进行

了自觉的反思。因此冯契留下的是富有新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胡振平讨论了“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第二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思推动理论创新”，而冯契的“智慧说”，正是基于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中经验教训、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反思而提出来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是

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体系，提出了广义认识论，形成了中西马融通的新哲学体系；二是将人的自由作为

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并对中西自由观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三是形成了通向自由之路的方

法和人格培养理论，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四是反思建国以来“左”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高度阐发了当今中国“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

高慧珠、闫虹珏等分别讨论了“两化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指出“两化原则”的提

出基于中国近代形成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西哲学思想合流、变革的产物，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提供了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指南，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设想。冯契

的“两化原则”推动了“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与“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

五　 关于冯契思想对哲学各领域研究的影响

王路以“传承与发展”为题，讨论了金岳霖和冯契的师承关系、各自的特点及对逻辑学的不同认识，

指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冯契思想

理论的特征；冯契虽然明确肯定形式逻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陈述思想和交换意见必须遵

守的条件，不过他更注意的是辩证方法，认为以得自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之道，来还治客观现

实和认识过程本身，于是理论变为方法。所以在冯契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只是局部的东西，整体的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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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的东西不是逻辑，而是辩证法，这一点与金岳霖有重大区别。

张建军以“摹状、规范与半描述理论”为题，分析了冯契继承和发展金岳霖关于“概念”的理论对于

当代逻辑学发展的意义，指出：“概念对所与有摹状和规范双重作用”是冯契在前期金岳霖知识论中所

把握的最重要的“合理内涵”，冯契把这个理论发展为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以“摹写”和“规范”为

轴心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系统理论。这一“金岳霖—冯契论题”，对于解决当代逻辑哲学与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疑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和解题功能。特别是对于否定两大长期争论的流派

（描述论与真正指称理论）的某些共同预设，探索走出理论困境之“第三条道路”的“半描述论”，能够提

供强有力的支援。

晋荣东以“论冯契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为题，指出冯契在中国逻辑的发掘、梳理与创造性诠释诸

方面的贡献，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冯契对中国古代逻辑

之有无、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与逻辑多元论、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等问题不仅关注，而

且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和理论分析，特别是他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形成发展线索的考察“发前人所未

发”，有“筚路蓝缕之功”。

安维复对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所蕴含的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思想进行了探讨，提出：如果把科学哲学的

基本问题理解为事实（知识）与价值（智慧）之间的关系，那么冯契的科学认识论的思想之意义就不言自

明。就建构具有民族特点的科学哲学思想而言，“转识成智”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因为，

“科学讲知识，哲学爱智慧，科学哲学就是转识成智”。

朱新轩以“冯契与自然辩证法”为题，结合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指出

冯契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自然观、科学观及方法论等方面都提出了深刻而

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周瀚光讨论了“冯契晚年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关注与贡献”，指出冯契不仅

关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重视相关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例如在 １９８４ 年就新增招收了“中国古代
哲学与自然科学”方向的研究生），而且积极组织包括“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

学术活动。同时，在其哲学史著作及《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等专文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特点

及其对哲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夏金华以“论冯契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为题，通过佛教的中国化、宗派教义、近代佛学等方面的考

察，认为冯契不仅对佛学特别是中国佛学下过工夫，而且佛学对冯契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体系建构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冯契的“转识成智”理论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

付长珍对冯契的德性理论特别是其“德性自证”观点进行了分析评述，指出德性自证是冯契德性思

想中一个富有创造性和个性化的理论表达，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开创了德性伦理研究的新范式，并

为破解现代性道德难题、重建市场化时代的伦理秩序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王博以“王国维境界论与冯契意境论之比较”为题，对冯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蔡志栋、

朱承分别以“化理论为政道”、“自由人格与自由社会”为题，从政治哲学角度对冯契的“智慧说”作了解

读或发挥；刘明诗和龚耘围绕“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和谐”、“整体与自我的和谐”等方

面，探讨了冯契“智慧说”的和谐意蕴；刘晓虹以冯契 １９４９年发表在《展望》上的《论虚无主义》为主要文
本依据，结合冯契晚年在“哲学史两种”、“智慧说三篇”中的相关论述，就冯契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思想进

行了初步梳理和评论。

六　 关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相关问题的理论诠释及中西哲学对话

在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及多个分会场专题讨论发言中，多位学者围绕“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

学自信”的主题，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就自己近期的专门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王中江以“秩序、制度与贤能：黄老学派为什么反智的一个内在追

寻”为题，分析了在社会秩序安排及对待贤能问题上儒道两家的区别及道家和黄老学派“反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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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围；山东大学沈顺福通过历史梳理和文本考释，探讨了“儒家体用论的诞生”问题；华东师范大学贡

华南围绕“耳目之争”与“耳舌之辩”，对“汉语思想方式之生成脉络”进行了探讨；西藏民族大学毕明良

从儒墨义利之辩的角度，对墨子的“义”概念进行了探析；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以“羞恶、义与正当”为

题，通过对“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之分析，对孟子的“义”之意蕴进行了阐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陈志伟

探讨了孟子关于道德行动与人格生成的思想；安徽师范大学戴兆国探讨了中国哲学中关于身命、慧命、

德民、福命及寿命五种“命论”及其关系；安徽大学丁成际以“日常生活及儒家日常生活伦理”为题，探讨

了儒家生活伦理的构成、历史境遇及可能的走向；台湾华梵大学陈振?以“再论牟宗三与唐君毅对于朱

子心统性情说的对比诠释”为题，对牟宗三、唐君毅的分歧及朱子相关论述的本意进行了辨析。

在西方哲学研究及中西比较方面，上海社科院陈常遷以亚里士多德和维特根斯坦为样本，探讨了

“实践智慧与寂静主义”问题，指出实践智慧的寂静主义具有非还原论和反理智主义的倾向，研究这一

问题还应注意“实践”与“智慧”之间的张力问题。东南大学樊浩结合人类文明的“原初经验”和“童年

记忆”，通过中西民族的“精神之旅”，分析了“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其结论是：“缺伦理”！上

海师范大学张允熠以“两极相通与中西之间”为主题讨论了中国哲学西传与欧洲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

吴冠军讨论了“齐泽克与中国古典思想之重释”；上海师范大学吾淳探讨了“轴心时期道德或伦理的不

同路径与面貌”；上海社科院余治平探讨了“儒家恕道与他者伦理之间的张力”；中国科学院大学徐竹通

过安斯康姆与王阳明的比较探讨了“行动的自我知识”问题。南京大学李承贵以王阳明“知行合一”命

题在唯物认知范式中的衍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哲学“马哲化”的过程及其蕴含的问题；复旦大学孙向

晨提出要“重新审视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在“双重本体”的张力中“形塑

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谢遐龄则以“重铸哲学基础：精神”为题，提出在当今“理想信念动摇、信仰

迷茫、精神迷失”的背景下，“恢复自我意识、精神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是哲学的使命。北京师范大学

张曙光围绕“自我”与“他者”、“天下”与“世界”的辨析，试图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给予“当代阐

释”；浙江大学彭国翔通过对中西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差异的考察，指出“当前中西哲学发展的前

提与前景在于世界哲学的共生共成”。

此外，法国里昂高师的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Ｒｏｙ 教授以“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为题，澳门大学的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Ｍｏｅｌｌｅｒ教授以“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为题，台湾东吴大学米建国教授以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Ｋｎｏｗｌｄｇｅ—Ａｎ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为题，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以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ｉｌｓ：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为题，清华大学戴益斌教授以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为题，华东师范大学德安博教授
以“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ｌｅｓ：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为题，宗德生教授以“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ｔ
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Ｒｅ”为题，作了会议发言或书面
交流。

本次会议的内容、形式及研讨过程昭示我们：冯契先生所期望的“世界性百家争鸣”和“中国哲学自

信”，正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正如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和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在会议上指出的，冯

契先生一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创造性地站在中、

西、马哲学相结合的制高点上，这种真知灼见和学术贡献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契先

生的学问之所以在现在有如此大的影响，并将在未来继续产生影响，主要是他把握了这个时代学问的态

势；面对西方哲学的包围，中国哲学需要重建，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如何能够延续，关系到中华民

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和生存状态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仍要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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